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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约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先秦秦汉历史与文化”栏目组稿三篇。 其中两篇是关于

更始政权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更始政权是新朝末期与东汉初期一支反新莽农民起义军为恢复汉

朝建立的一个政权,由绿林军“更始将军”西汉皇族成员刘玄掌权执政。 刘玄因是刘姓宗室,遂被拥立

为帝,建元更始,恢复汉朝国号,自称玄汉王朝。 公元 25 年,赤眉军攻入都城长安,刘玄投降赤眉军,更
始政权结束。 尽管刘玄政权在王莽新朝之后,又恢复了刘姓汉朝的统治,且称帝近三年,但由于东汉王

朝的偏见,关于其史料并不太多,甚至有歪曲的记载,从而为后人研究带来困难。 两位学者不畏困难撰

写相关论文对更始政权进行研究。 《论更始帝历史的书写及其成因》一文认为:东汉官方史书的《东观

汉记》,不得不对光武帝“贰于更始”有所回护,遂对更始帝及其政权多有贬抑,而这又为诸家《后汉书》
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在是否使用更始年号、是否为更始帝立纪、是否奉更始正朔等问题上,张衡、范
晔等人持有别于东汉官修史书的立场。 通过对各方观点的辨析、异议背后史事的梳理,以及史书中更始

帝不佳形象的考探,可知更始帝历史确实被东汉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刻意贬抑。 《汉更始帝及光武帝统

一战争期间的州牧军权考》一文认为:更始帝延续新莽制度,以州牧行大将军事,但并没有赋予其统御

一州地方军的绝对军权。 光武帝从建国伊始便重新确立了以郡为重心的地方军制,在重兵所向之州郡,
以将军领太守事,或太守赐将军号、行将军事,即以太守作为征伐和屯戍的地方官统帅,而州牧退居边

缘。 《汉武帝建珠崖七郡名义新释》一文认为:“珠崖七郡”应该指汉武帝定南越置同产或输入犀、象、玳
瑁的七个沿海郡,即: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三篇文章均提出了新的看法,值得学界

关注。

论更始帝历史的书写及其成因

范　 鹏　 伟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后世所见的更始帝历史多本于《东观汉记》。 更始政权代新莽政权而起,有一定的感召力,当时

“人无异望”。 但作为东汉官方史书的《东观汉记》,不得不对光武帝“贰于更始”有所回护,遂对更始帝及其政

权多有贬抑,而这又为诸家《后汉书》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在是否使用更始年号、是否为更始帝立纪、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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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更始正朔等问题上,张衡、范晔等人持有别于东汉官修史书的立场。 通过对各方观点的辨析、异议背后史事

的梳理,以及史书中更始帝不佳形象的考探,可知更始帝历史确实被东汉朝廷所“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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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对于有关更始帝刘玄的历史如何处理,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是贬抑,以《东观汉记》
为代表。 作为官修史书,《东观汉记》的撰写体现的是东汉的官方意志,因此对更始帝及其政权多刻意

贬抑[1]203,[2] 。 《东观汉记》已亡佚,但南朝以来了解东汉历史的重要依据———袁宏《后汉纪》及范晔《后

汉书》的史料均有本于《东观汉记》,因此《东观汉记》对于更始帝及其政权的书写被这两部书部分承袭。
二是实录,以张衡为代表。 东汉顺帝时期,张衡请职东观,参与国史《汉记》的编纂,对史书中的记载提

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即位的更始帝在当时“无异望”,光武帝尚且为其将,所以在国史有关东汉肇建

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宜采用“更始之号”。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映出东汉史籍中更始帝的历史地位

问题值得关注。 通过对《东观汉记》等书中有关更始年号、立纪、建正等问题的对比分析,并结合有关更

始帝形象的描写,可以更好地揭示官修史书在处理更始帝历史方面所下的功夫,为准确理解两汉之际的

历史以及史学史中的历史书写问题增加新的例证。

一、更始帝的历史地位问题

(一)更始年号问题

早在东汉本朝时,张衡就曾对所见史书中更始帝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异议,虽然最终孤掌难鸣,却
能反映出更始帝历史在东汉时已有刻意隐讳之处。 以东汉时人的角度来说,东汉是承继西汉而起,因
此,光武帝是西汉的直接继承人,本朝史理应自光武帝肇始[3]150-153,[4] 。 反映在史书的编撰中,光武帝在

东汉历史中应是第一位。 这一认识在东汉前期似乎并无异论。 顺帝时期,张衡请职东观,参与国史《汉

记》的编纂,却对史书的记载提出了不同意见。 《后汉书·张衡传》载:
永初中……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

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
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 书数上,竟

不听。[5]1940

据张衡本传记载,他对旧史多有批评,见解独到,有别他人。 李贤注对“十余事” 作有补充说明:
“《衡集》其略曰:‘《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史迁独载五

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 《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

也,今宜实定之。’” [5]1940 可以看出,张衡的议论主要是针对史书编撰中人物历史地位的处理方式而发。
张衡认为,即位的更始帝在当时“无异望”,光武帝尚且为其将,所以在国史有关东汉肇建时期的历史叙

述中,宜采用“更始之号”。
《东观汉记》原文散佚,今人辑本对更始帝即位等事均未有详细记载,仅就有限的几条记载来看,

《东观汉记》并非全书不著更始之号。 例如,《光武帝纪》载:“五月,齐武王拔宛城。 六月,上破二公于昆

阳。” [6]5 均以汉历纪月,未著更始年号;但在传记部分,《阴皇后传》有“更始元年,遂纳后于宛” [6]188,《刘

玄传》有“雒阳人韩鸿为谒者,更始二年,使持节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6]262,《秦丰传》有“更始元年起兵,
攻得邔、宜城、鄀、编、临沮、中庐、襄阳、邓、新野、穰、湖阳、蔡阳,兵合万人” [6]336。 也就是说,《东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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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其实有更始之号。 虽然如此,张衡所论却并非无的放矢。
张衡进入东观是在安帝时期,据《文苑传》刘珍死于永建元年,则张衡此论发于永建元年之后,当

然,这一认识的形成可能会早一些。 《汉记》一书专述东汉一朝史事,可目为东汉国史,其修撰更是纵贯

东汉一朝。 据载,明帝时期,班固等人奉命编修本朝历史。 “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

异共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典校秘书。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
之。” [5]1334 东汉国史的编纂始于明帝时期,但此时尚处于初创时期,体例并不完备,仅有《世祖本纪》、列
传、载记等大类见载。 班固等人所著,也应当仅限于对光武朝历史的整理。 安帝永宁中,邓太后召刘毅

及騊駼入东观,与刘珍等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等篇目。 这时《汉记》的修撰应该才初步确定。 其后,
伏无忌、黄景等又有补撰,再后来,桓灵时期仍有增补。 不过,刘珍之后所补者应是东汉中后期的历史,
与早期历史尤其是更始帝历史关联不大。

由于《东观汉记》成书时间长,且成于众人之手,所以很多篇章都是后来者续修。 张衡生活于安顺

时期,他在东观所见到的,除了其他史书中的更始事外,属于《汉记》系列的,大概就是此前由班固等人

修撰的《世祖本纪》、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及刘珍等人所撰之部分。 所以,张衡所见到的《汉记》,与今本

《东观汉记》的篇目出入很大。 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一方面是今辑本残缺过多,无法详细核对,更主要

的原因则是《东观汉记》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张衡所见应为编写《东观汉记》的基础材料。 由于纪传体

史书的时间序列是以帝王世次为纲,而传记部分的取舍相对较为宽泛,所以在《东观汉记》还是雏形状

态的情况下,张衡之论应是就光武纪部分而言。
“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之具体形式为何,张衡本传并未详述。 汉魏南北朝时期关于东汉之史

书大多数亡佚,辑本所录文字只是只鳞片羽,无法确知。 晋人袁宏《后汉纪》是两部保存较为完整的东

汉史书之一。 袁氏于《光武帝纪》中有更始年号,所以今人周天游校记说:“按《袁纪》有此纪年,则从平

子之说者,非自范晔始明矣。” [7]13 是将《光武帝纪》中随文所需以更始年号系事的形式看作“平子之

说”。 虽然似乎并无多少特殊之处,但结合辑本《东观汉记·光武帝纪》中未见更始年号,此或可作为一

说。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张衡所指为何,张衡之论本身反映出当时的诸多资料中,未“以更始之号系于

光武之初”乃普遍现象,这说明其时对更始帝历史已经存在一定的“禁区”。
(二)更始立纪问题

更始帝称帝近三年,《东观汉记》等诸家《后汉书》却均未给更始帝立纪。 南朝时,范晔曾有为更始

立纪的设想,反映出他对更始帝历史地位问题的不同思考。 唐人刘知几《史通》载:
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 当时闻者,共责

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 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 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

为非。[8]268

自班固以来,纪传体史书中“纪”成为皇帝、皇后的专利,东汉以前,仅“霸王”项羽和新朝王莽较为

特殊。 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属于优待,班固将王莽从纪降为传则属于贬斥。 可谓春秋笔法,杀伐由

人。 就更始帝而言,其即位称帝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所以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道:“当汉氏之中兴

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 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 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

承。 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 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

修,理当刊革者也。” [8]95 刘知几认为,《东观汉记》谄于本朝,不给更始帝立纪可以理解,后来作史者理

当改正之。 可实际上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袁宏诸家《后汉书》均未见给

更始帝立“纪”的痕迹。
《范晔集》今已佚失,《宋书·范晔传》中对给更始帝立纪的见解也未加记载。 不过,《隋书·经籍

志》著录有“《范晔集》十五卷,录一卷” [9]1072,则唐时确有《范晔集》一书,刘知几之言应当有所依据。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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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的是,范晔《后汉书》并未为更始立纪,也就是说,虽然他曾发“为更始立纪”的高论,却最终未能践行

该理念。 其中原因或许可从两方面来寻觅:一方面,刘知几的话或多或少反映出了问题所在:第一,持
“宜为更始立纪”观点者即使到唐代也为数不多。 在强调正统的时代,这一观点颇有离经叛道的味道,
从者鲜见,所以刘知几才会在见到前贤的论断后产生强烈的共鸣感;第二,前朝所著之史,后人颇为尊

崇,思想独立、“轻议前哲”的行为并不为一般人所认可。 所以,即便有刘知几之论,也会被责以“童子何

知”,扼杀在摇篮之中。 另一方面,诸家《后汉书》在更始立纪问题上几乎如出一辙的原因,恐怕主要与

其史源有关,简言之,诸家《后汉书》不为更始立纪是因承袭官方史书《东观汉记》的缘故。 此处需要关

注的是,无论范晔言行不一的原因为何,透过这种言行不一的本身,已经可以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个别史

家对更始帝历史地位重新进行思考。
(三)更始建正问题

正朔是王朝正统的体现。 观察江山易代之际史书对各政权正朔的择舍,对理解其时正统所在颇有

助益。 《后汉书》在更始帝即位后立即改行寅正,反映出对更始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关于更始帝的即位

时间,《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 [5]4 同书《刘玄传》也载:“二月辛巳,设坛

场于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 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 [5]469 但是,在《汉书·王莽传》中却记为:
“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10]4180 “二

月”与“三月”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杨树达曾对这一问题做过判断:“莽改历,以建丑为正月,则莽之三

月正汉之二月,前书据莽历言之,不为误也。” [11]83 曾维华也就此问题进行过解释,并认为这“反映了我

国古代史学家班固、范晔在修史过程中是尊重客观事实的” [12] 。 其实,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莽末的政治

背景之下来看,就会发现,这与两《汉书》对当时正朔的认同密切相关。 一字之差,内涵却大有不同。
“正朔”本来是一个历法问题,由于古代历法多由中央王朝统一颁布,因此正朔便演变成为王朝正

统所在的体现之一。 当正朔问题与王朝更替联系在一起之后,“改正朔”就成为王朝标榜正统、革故鼎

新的重要活动。 史官著史,无不对此格外用心。 两汉的建正曾有数次调整。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诸事

草创,沿用秦朝的寅正,以十月为岁首。 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虽承用寅正,但将秦及汉初的十

月为岁首改以正月为岁首。 王莽受汉禅让,建立新朝,志在开辟新气象,对名物制度多有更改。 王莽于

西汉居摄三年十二月受禅,当即以汉十二月为新朝正月,历用丑正。 从“寅正”到“丑正”的这一变化反

映在实际的月份安排中就是丑正较寅正月次提前一月。 这样,就造成了《汉书·王莽传》与《后汉书·
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传》的月份之差(参见表 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班固、范晔对于建正问题十分重视,也规矩严明。 王莽于十二月禅汉称帝,历用

丑正,所以尽管《汉书》视王莽为篡逆,不为其立纪,但在历法上还是改用了新莽朝的丑正。 王莽于地皇

四年国破身亡,《汉书》即于此后复用寅正。 更始称帝之前,实际正统在新,所以《汉书》《后汉书》都采用

新莽丑正,两书月份记载相同。 更始称帝之后,汉家光复,复汉寅正,《王莽传》因为是莽本传,且其时王

莽未死,故仍用丑正,而《后汉书》就立即改用寅正了。

表 1　 更始称帝前后《汉书》《后汉书》月份对照

《汉书·王莽传》 《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玄传》

更始称帝前

(地皇三年) 十一月
∙∙∙

,有星孛于张,东

南行,五日不见。
(地皇三年)十一月

∙∙∙
,有星孛于张。

(地皇)四年正月
∙∙

,汉兵得下江王常等

以为助兵,击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

赐,皆斩之,杀其众数万人。

更始元年正月
∙∙

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

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

四年正月
∙ ∙

,破王莽前

队大夫甄阜、属正梁

丘赐,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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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汉书·王莽传》 《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玄传》

更始称帝

至王莽亡

(地皇四年)三月
∙∙

辛巳朔,平林、新市、

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

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二月
∙∙

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

二月
∙∙

辛巳,设坛场于

淯水上沙中,陈兵大

会。 更始即帝位, 南

面立,朝群臣。

四月
∙∙

,世祖与王常等别攻颍川,下昆

阳、郾、定陵。

三月
∙∙

,光武别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

皆下之。

六月
∙∙

,邑与司徒寻发洛阳,欲至宛,道

出颍川,过昆阳。 昆阳时已降汉,汉兵

守之。 严尤、陈茂与二公会,二公纵兵

围昆阳。

(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

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
∙∙

,到颍川,

复与严尤、陈茂合。

十月
∙∙

戊申朔,兵从宣平城门入……三

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

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和新公王揖奉

车侍门外。 莽就车,之渐台……商人

杜吴杀莽,取其绶。

九月
∙∙

庚戌,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

诣宛。

九月
∙∙

,东海人公宾就

斩王莽于渐台,收玺

绶,传首诣宛。

　 　 资料来源:据《汉书》《后汉书》及曾维华《关于更始皇帝刘玄即位的时间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1987 年第 2 期)附表改制

《后汉书》改行寅正并不是简单的历法沿革。 前面已经说过,正朔是王朝正统所在的体现,由于“寅

正”指代着“汉”,因此,《后汉书》改行寅正,可以反映出对更始政权合法性的承认。 翻检莽末历史也可

发现,虽然当时群雄并起,但多有奉更始正朔者。 《后汉书·刘永传》载:“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

为梁王,都睢阳。” [5]494《后汉书·隗嚣传》载,隗嚣得知更始称帝后不顾众人劝阻,一意孤行,入朝参见

并任职于更始朝廷[5]520。 河西窦氏集团也是如此,西北出土简牍文献中,就可见到以“更始”年号系年的

简文[13] 。 可见,更始帝时期,其政权合法性确实取得过时人认可。
新莽末年群雄并起,且多以汉室后裔为标榜,史家在爬梳、记述这一混乱时期的史事时,对于诸政权

态度如何,他们对这一时期正统所在的认识如何,由建正问题或可窥豹一斑。 就《后汉书》的记载来看,
其对纪年、建正的取舍正反映出这个时期正统在更始,寅正是汉家的寅正、更始的寅正。

二、更始帝的形象

如上所论,尽管更始政权在当时获得过认可,但在东汉以后的史书编纂中,更始帝历史地位却被隐

讳处理。 据《后汉书·刘玄传》的记载,恢复汉家天下的更始帝,形象并不甚佳:
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 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5]469

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 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 诸将后至

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5]470

更始帝刘玄出自西汉宗室后裔,尽管南阳宗室此时已族远亲疏,但作为宗室支脉,在乡里之间尚有

影响力。 《刘玄传》所见其早期形象,亦颇具任侠之气:
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 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 吏系圣公父子张。 圣公诈死,

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5]467

这与其称帝时的表现差别巨大。 一个混迹于平林兵中,且历经战阵,最终受众豪帅推举称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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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懦弱”的概括使前后表现很是矛盾。 刘知几就指出:“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
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 [8]183

无独有偶,《后汉书》在记录同样称帝的西汉宗室后裔刘盆子时也用了类似的描写,“盆子时年十

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 [5]480 一个年龄仅十五岁的牧儿忽被推为皇帝,心情紧张或

可理解,刘玄即位时业已成年,且流窜于平林兵中时间不短,其“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就不好理解了。
其实,即使关于刘盆子的记载,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赤眉豪帅既然建坛立帝,皇帝候选人必然不会“被

发徒跣,敝衣赭汗”般窘迫,这也应是诬蔑之词[1]204—205。 可以看出,《后汉书》在叙写其他宗室称帝时,存
在程式化曲笔的嫌疑。

再者,刘玄迁都长安是在更始二年二月,其时距更始即位已整整一年,即便宛及洛阳朝廷属于“临

时政府”,体制可能并未完备,但更始已然贵为天子,朝会之事绝无可能没有经历,所以,即位一年仍然

不能直视郎吏这种记载恐怕存在很大问题。 一个最高统治者,其行为或许荒淫昏庸,但似不至于在朝见

群臣之事上惊慌失措、目不能视,以至于有“俯首刮席”这样孩童般的小动作。 《后汉书》对此的记载当

源于《东观汉记》:“更始愧恧,俯刮席与小常侍语,郎吏怪之。” [6]261 不过,袁宏《后汉纪》则不采“俯首刮

席”一句,作:“更始居于东宫,郎吏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视。 诸将后至者,更始劳之曰:‘掠得几返?’左

右大惊。” [14]23 袁纪在前,范书在后,二书的差异反映出有关更始形象的描写有被人为择舍的情况存在。
《后汉书》对更始政局也有描述,但多以消极描写或评论出现,“更始政乱”的论断屡见于史家笔端。

在更始迁都长安之前,还记录有一则灾异事件:
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 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5]470

此事是作为更始政权败亡预言出现的。 李贤注引《续汉书》 曰:“马祸也。 时更始失道,将亡之

征。” [5]470 预言的作出与被记载,刻意贬抑更始的用意尽显:在更始政权还未完全建立情况下,《后汉书》
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但此时更始政权建立方一年,《续汉志》的解释及《后汉书》的预言无疑就显得有些

超前了。 这说明《后汉书》在写作时就已经接受了更始政乱的思维定式,所以处处加以强调、论证。
综合来看,刻意丑化更始帝及其政权形象,是《刘玄传》记载中的主旨,如果说只有范晔《后汉书》一家

作如此记载,或许只能说明范晔拥有独家的史料或其对更始有偏见。 可是,我们发现晋人袁宏《后汉纪》及
其他诸家《后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这就说明关于更始及其政权形象的描述并非缘于某一个独家史料或

某一个史家的个人见解,而是这些史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 而这一“祖本”,应该就是《东观汉记》。

三、《东观汉记》的立场及光武帝与更始帝的关系

为什么诸家《后汉书》中对更始帝及其政权的描写有如此多的曲笔呢? 其如出一辙的记载与《东观

汉记》有关。
后来人修前朝史,所凭据的多是前朝所遗留之“国史”或其他档案资料。 《东观汉记》一书作为东汉

国史,是记录东汉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魏晋南北朝之际,作为后世修史的诸家《后汉书》,其所凭据的史

料当中,以东汉人所作《东观汉记》最为重要。 《东观汉记》是本朝人记本朝事,更始帝地位特殊,不得不

有所隐讳。 后来的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袁宏、范晔等人没有“当朝”的压

力,却难免限于史料丰歉程度,有因袭继承的缺陷。
史官所撰之书有公私之分。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著《太史公书》即为私家撰述,由于是私家撰述,

作者在著史时受到的束缚相对较少。 所以,《太史公书》由于个人观念太强烈,到东汉末年甚至会被王

允目为“谤书”。 东汉时期,私家撰史依然常见。 例如,马皇后编有《显宗起居注》一书,该书虽然为皇后

所撰,且主要对象是明帝,但《显宗起居注》仍应视为一部私家撰述。 到了班氏父子,他们的情况也与司

马氏父子类似。 所以尽管《汉书》被认为有浓厚的正统思想,但仍是班氏父子的私家撰述。 据《班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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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汉书》成书后,明帝颇为赞赏,于是令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

同撰述本朝史。 此时,班固所著史书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此前班固所撰乃父子二人的私人著作,现在

奉命修史,便有了官修的味道。
经历几代人修撰与补续的《东观汉记》具有官修国史性质,其史识自然要遵循本朝的价值观。 东汉

政权以接续西汉自居,因此,先之而起的更始政权在东汉一朝存在一定的认同问题。 这一认同问题产生

的原因在于,继承汉正统的光武政权,实际上是脱胎于更始政权,这种曾经的隶属关系对于光武帝及其

后继者来说略为尴尬。 一方面,由于更始政权才是最早恢复汉家天下者,因此,要标榜光武,就存在障

碍;另一方面,尽管更始政权并非亡于光武帝,但是作为臣下,刘秀在河北进行离心活动的事实不可改

变。 因此,当光武帝最终统一天下建立东汉政权后,对于此前一段历史的定位就变得十分微妙。 如何处

理更始政权及光武政权早期的关系,对于东汉的史臣来说必须慎之又慎。 所以刘知几才会说:“夫《东

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 [8]95

尽管《东观汉记》中有关光武帝及更始帝的史事是明帝及以后才由史官整理撰写而成,但对更始历

史需谨慎对待的认知,在光武朝已经奠基,因此,有必要就光武帝对更始政权的态度稍作分析。
在宗室亲疏关系方面,刘縯、刘秀兄弟实不及刘玄。 张盼盼认为:“拥立宗室直接排除了原有身份

的尊卑关系,刘祉未成为候选人,刘縯、刘玄在这方面并无明显优劣。” [15]194—208 其实不然,刘祉当时无势

力背景,他被排除很容易理解。 但既然围绕拥立宗室而争论,且就在刘縯、刘玄之间做选择,那么绿林将

领应不会轻易抛弃血缘亲疏这张牌。 新莽末年群雄并起,人心思汉的呼声相对较高,因此,各势力中多

有以汉宗室为旗帜相号召者,而在拥立宗室时,群雄对其亲疏关系也比较重视。 例如,赤眉豪帅在拥立

宗室之时虽是以抓阄的形式决定人选,但此前的一步则是根据血缘关系寻觅宗室最亲者。 因此,对比宗

室的亲疏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光武帝与更始帝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
《刘玄传》注引《帝王纪》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苍梧太守利,利生子张,纳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5]467

《光武帝纪》载:“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 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

顿令钦,钦生光武。 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 [5]1 宗室的世系中,舂陵侯刘买一支以买—熊渠—
仁为大宗,在南阳舂陵侯家族中,刘縯、刘秀一支属于旁支,其与大宗的亲缘关系不及刘玄一支密切(图

1)。 因此,在南阳宗室的拥立过程中,就各豪帅所举荐之人的亲缘而言,刘縯与刘玄相比已然落于下风。

图 1　 舂陵侯家族世系

(据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附《南阳刘氏系图》改制[16]618—645,带□者为舂陵侯一系的大宗)
就双方背后的实力而言,刘縯、刘秀兄弟与刘玄的差距更大。 南阳宗室是最早起兵的势力之一,在

后来史书的叙述中,刘縯的声望似乎很高,但最终获立者却是更始帝刘玄。 其中的原因,史书归因于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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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 [5]551。 细究其时的形势,在众多起义兵中,新市、平林一支实力最强,反
观刘縯一支,其起事所凭据的主要是“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 [5]549,人数不多。 《后汉纪》 “然汉兵以新

市、平林为本” [14]6 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刘縯一支与新市、平林兵会师,在军事实力上显然不及后者。
豪帅拥立皇帝,最终当然还是得靠实力说话,因此,新市、平林一支的发言权更大[14]194—208,而《刘縯传》
所谓“豪杰咸归于伯升” [5]551 则应是后来的附会。

此外,宗室的态度也值得注意。 刘縯以舂陵子弟起兵之后,南阳舂陵侯一族多被裹挟。 《赵王良

传》载:“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

已,从军至小长安。” [5]558 可以反映出他们对刘縯、刘秀起兵的真实态度。 在小长安之败后,宗室损失惨

重。 而刘玄称帝后,宗室幸存者则多蒙封赐,更始西迁,又从入长安,此时因更始地位的变化,宗室自然

多转投于更始。 在刘秀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宗室实际上未给予太多的支持,直至更始败亡,宗室方才转

而归于光武帝。
亲缘关系、早期实力都不及刘玄,前期为宗室内部所忽视,后期又与更始政权关系微妙,因此,光武

帝对曾经的更始帝的态度很值得玩味。 对于仕宦二主的朝臣,光武帝心理相当敏感: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从事谏止之。 永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

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而去。 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 帝闻之,意不平,
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 仁不遗旧,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5]1020

从事能够谏止,说明其时更始帝刘玄已然成为政治敏感人物,以至于拜谒其墓会有获罪的风险。 光

武帝对此“意不平”即可反映出其对更始帝的忌讳。 《王常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注文的解释是“常乃久

事更始,不早归朝,帝微以责之” [5]580。 两相参照,光武帝的妒忌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看出,光武帝本人对更始政权存在一定的妒忌心理,而更为重要的则是政权的正统问题。 新莽

末年,“人心思汉”的呼声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态势,以至于在莽末的群雄争霸中,更始、赤眉、刘永、王朗

等势力皆以汉宗室或伪冒汉宗室旗帜为依托。 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正牌”汉宗室支脉的刘玄,既具

名义上的号召力,又具相对较强的军事实力,因此,在纷争中最先崭露头角,获得攻破长安、灭亡新莽政

权的首功。 刘玄的即位,在当时受到普遍认可。 光武帝刘秀本是更始帝刘玄的臣子,如果不承认更始政

权,那么刘秀早期活动的正当性就要受到动摇,而如果承认更始政权,自己复兴汉室的伟业又要大打折

扣,且其在河北的自立也就有悖逆的嫌疑。 因此,对于短暂存在过的更始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认知

问题,自光武帝时期就已产生。 后来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也就不得不谨慎处理,于是,更始帝的

历史地位和形象就在东汉的国史中被有意“书写”。 其目的在于通过突出更始帝即位的不正当性、更始

政权的不得人心,从而为光武帝脱离更始政权,重新恢复汉家作铺垫。

结　 语

更始帝刘玄早于东汉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汉家”光复的早期标志,其即位称

帝在当时“人无异望”。 但脱胎于更始政权的刘秀最终在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东汉政权。 由于有早期

臣属于更始帝的经历,光武帝对更始帝颇为忌讳。 自东汉建立时起,更始帝的历史就变得十分微妙,既
不能全盘否定以致无法润饰光武帝早期的活动,又不能全面肯定以致削弱光武帝离心自立的合法性。
所以,在东汉的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中,更始帝的历史地位和形象都有一定程度的刻意贬抑。 此后的

诸家《后汉书》,因基本史料源自《东观汉记》,又不同程度地承袭了《东观汉记》的这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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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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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mperor
 

Ge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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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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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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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g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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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rtain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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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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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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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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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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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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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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